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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 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牛 军

　　提　要 : 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矛盾的影

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

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 , 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

作出强硬的反应 ;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

退方面的不同意见及其争论的结果等 , 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这两

个层次的矛盾各有其演变脉络 , 而且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联结、

相互影响的。相比较而言 , 第二层次的矛盾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 对外政策　左倾　大跃进

随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 , 1962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后来中国

外交的影响等 , 明显地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①。有关论著强调 1962年中国外交决策的内

外环境均出现罕见的严重局面 , 指出中国周边那些层出不穷的事件及其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共

存的现象 , 并将它们置于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框架内加以分析 , 断定上述现象对中国外交的影

响是巨大的②。由此理应提出并予以清楚回答的问题是 , 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和联

系 ?进一步说 , 两者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方面 , 哪一个因素更具决定性 ? 显然 , 仅仅罗列现象

和描述过程是不够的。

本文探讨 50年代末 60年代初 , 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 并在

此基础上考察 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原因、特点及在 60年代对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位置。

一　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在展开探讨上述问题时 , 本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命题。第一是中国对外政策在 1962年发生

了变化 , 这个变化即使不是向“左”发展的转折点 , 至少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这里首先需要阐明所谓中国“左”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 , 因为“左”或极左概念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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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 , 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

织 , 纷繁复杂 , 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必同出一源 , 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

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

“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 , 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 , 这一点延伸到

对外政策领域 , 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 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本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

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第一 , 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态度 , 对纷繁

复杂且迅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 , 只是简单地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

帝国主义走向灭亡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 并因此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

存在和意义 , 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第二 , 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

治中的地位和影响 , 其主要表现即“中国革命中心论”, 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 , 世界革命

风暴的中心”, 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是“关系世界革命命

运的一件头等大事”, 等等。“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影响

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 , 从深层看 , 也多少涉及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观”。第三 , 将所谓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 在理论和现实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

政策中的首要地位 , 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 : 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①第四 , 在具体政策上 , 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 , 搞“两个拳头

打人”、“四面出击”。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 , 此不赘述。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 , 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开始时期。如果

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些的历史标志 , 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 , 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过程中的。因此

要探讨 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 , 就必须首先探讨 1962年以前中国对外政

策的基本状况。

自 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 , 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的探索和良性发

展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 , 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努力 , 中国领导人也为中

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 , 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 , 他们明确认

为 :“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 , 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②。但是这种势头并没

有持续多久 , 两个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

动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 , 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 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便形成的领

导 (苏联) 与被领导 (中国) 关系 , 在 1956年波匈事件的冲击下 , 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 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 , 迫使

其改变以往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 , 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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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承认了以往的错误①。其二 , 中国

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 , 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

的处理过程中。其三 , 1957年 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活动等表明 , 中国在苏联阵营

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 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②。

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 , 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苏联领导

人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苏共二十大以后 , 中苏两国领

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一些相关理论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 , 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

盟破裂的种子③。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 , 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

牙利事件后 , 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一点 , 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

特别是与中国之间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 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④。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人的态度 , 并斥

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

基本的变化 , 很难想像 , 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 , 会如此怒不

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⑤

中苏关系的变化其实也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提高达

到了什么程度 ? 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 ? 以及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 , 中国领导人

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解 , 改变其态度和政策 ? 进一步说 , 中苏之间领导

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 , 当这个条件改变以后 , 中苏同

盟该如何维系 ? 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 ? 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准则 ?

当时没有人回答、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除了抗日战争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 , 184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没有提供

任何结盟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

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 , 应付中苏同盟中出

现的复杂情况。事实表明这是远远不够的。反之 , 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 , 它

知道在某些时候对盟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 , 当然使用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

同盟。

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 , 是当时中国全部对外关系一块巨大且关

键性的基石。一旦这块基石动摇 , 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全局性的不稳定 , 甚至国内政局也

会随之动荡 , 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

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关系的影响 , 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作用 ,

被长期和普遍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 , 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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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毛泽东 :《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 第 331页。

关于“父子党”、“猫鼠党”的说法可见毛泽东《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1958年 7月 22日 ,《毛泽

东外交文选》, 第 324页。

杨奎松、陈兼 :《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 李捷 :《从结盟到破裂 : 中苏论战的起因》, 均收入李丹

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 : 从联盟走向对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2年 , 第 359—360、442页。

可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994年) 的有关部分。

有关情况可参阅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94 年) 第

37—38、61—62页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7

年) 第 630—631页 ,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 , 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94年 , 第 251—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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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的准则表述得并不那么清楚 , 当然也就不会被苏联方面清

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 , 必然是相当吃力的 , 也一定不会达到预期

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对同盟关系的理解 , 是值得深

入研究的。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 , 有很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 , 中国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 1957年春夏开始

到 1959年 , 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其一是 1957年春的所谓“民主整风”, 即中共中央

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 , 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

运动 , 其目的是用“民主整风”的方法 , 解决社会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

盾。其二是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 加速中

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 , 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超西方大国 , 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

义。

不论是“民主整风”还是“大跃进”, 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 , 实际上加剧

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 , 并且加剧了中共党内的紧张气氛。这两场运动

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其失败本身。就对中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 ,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

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压制不同意见 , 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观 , 即无论效果如何 ,

只要是推动激进的变革 , 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 , 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

策 , 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 , 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情所淹没。这

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 , 使中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

与稳定方向的调整 , 都很可能是困难的并难以持久。

到1959年夏季 , “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 , 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正“大跃进”

错误的呼声。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 将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

“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①与他共同浴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成了一位暂时的

“革命同路人”, 并最终被彻底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 , 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同时 , 中苏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

毛泽东认为 , 赫鲁晓夫 7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人民公社运动的暗讽 , 他几乎因此下

决心与苏联公开决裂。在毛泽东看来 ,《内部参考》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

人民公社的讲话 , 既是落井下石 , 也是火上浇油 , 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内外呼应”。他立即部

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 1960 年春季 , 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 甚至考虑马上在

《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②只是后来在讨论中未获同意 , 这

一部署才没有付诸实施③。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 , 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可以说是愚笨

的角色。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 , 专程绕道北京 , 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在 9

·62·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吴冷西 :《十年论战 : 中苏关系回忆录 , 1956—1966》 (上)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9年 , 第 204页。

毛泽东 :《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 1959年 7月 29、8月 1日 ;《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

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 1959年 8月 9日 ;《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

1959年 9月 4日。均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册 , 第 390—392、462—463、504页。

毛泽东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1959年 8月 15日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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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 , 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领导人 , 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①

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 , 赫鲁晓夫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 , 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

主义”政策 , 并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而且我们在

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②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 , 他谴责赫鲁晓夫

是“右倾机会主义”, 说苏联“有两大怕 , 一怕帝国主义 , 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③这一次中苏

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此时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加剧。1959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侵蚀 , 双方先

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发生武装冲突 , 中印边界局势急剧紧张起来。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

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 , 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

中印边界冲突可以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到 1960年夏季 , 苏联在中国新

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 , 从此中苏边境地区不再安宁。与此同时 , 印度支那地区

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 , 特别是美国明显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

不论由于何种原因 , 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 , 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 1959年夏季开始恶

化 , 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显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 ,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 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

与其中。④

二　1960年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从 1959年 11月开始到 1960年上半年 , 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 , 反复讨论

“国际问题”, 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⑤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据吴冷西回忆 , 在 1960年 1月 7日至 17日毛

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 , 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

新的局面”⑥的方针。在随后一段时间里 , 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 , 肯定了 1月会议精神并讨论了

落实的具体办法。在这个方针指导下 , 中国外交出现了相当务实稳妥的局面。

首先是在中苏关系方面 , 中国领导人不仅决心避免破裂 , 而且要争取“达到新的基础上的

团结”, 甚至要“赖着跟他 (赫鲁晓夫 , 作者注) 搞团结 , 赖着不分裂”。⑦正是这个决定促使中

国领导人在经历了与苏共中央几个月的争论 , 特别是经历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尖锐冲突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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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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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在华全部专家后 , 仍然在年底的莫斯科 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 , 与苏联领导人达成谅

解 , 即“有什么事情一起来商量 , 避免冲突”①。会议结束后 , 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 , 率领中

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 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到 1961年 , 苏联甚至决定再次

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221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 ②。

缓和中印边界局势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 , 因为中印边界冲突的解

决关系到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1959年间 , 中印关系在西藏叛乱和边界冲突的影

响下极度恶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印度的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 , 特别是印度方面利用

中印边界局势制造舆论 , 企图配合西方的“反华浪潮”, 因此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不过经过 8月

边界军事冲突后 , 中国决策层显然既不希望中印关系继续恶化 , 也不希望中印边界冲突成为政

治议题的中心。在 9月 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 , 中国领导人在了解并讨论了中印边界情况后 , 决定

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③

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前两天 , 中国已经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有关情况 ,

但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 , 在中共 8 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 , 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 , 公开表明不

赞成中国的立场。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 , 认为苏联那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

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④。不过毛泽东不久仍然决定 , 停止与印度辩论边界问题 , 并指

示媒体亦停止一切相关的报道⑤。

当中国领导人决定“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时 , 他们必然要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找到办

法。在 1960年 1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 , 中国领导人确认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 , 并进

一步提出以“互谅互让”的办法 , 即“我们做点让步 , 印度也做点让步”, 达成妥协。会议还决

定派周恩来访问印度。⑥这时驻守中印边界的中国军队接到命令 , 在中方实际控制线 20公里内

实行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等措施 , 尽可能避免军事冲

突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着手准备访问印度 , 并拟订了《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

案 (草案)》。根据周恩来的估计 , 访印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 , 也不可能破裂 , 最有可能的是达

成某种有限的协议。他建议应采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但不怕拖延解决的方针 , 将访印的目标定

为进一步缓和两国关系 , 为未来继续会谈和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准备条件。⑧周恩来的建议得到其

他领导人同意。4月 19日至 26 日周恩来对印度的访问证明 , 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基本上是准确

的。通过这次访问 , 暂时缓和了中印关系 , 使中印边界形势平静下来。

缓和中印关系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 是中国领导人关于尽快解决与所有邻国边界问题方针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甚至可以说被置于首要的地位⑨。不过与印度谈判的搁浅并没有减缓中国与其

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 , 反而很有可能起了促进作用。

·82·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国领导人曾因为周恩来访问印度 , 推迟了与蒙古进行边界谈判。(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95页)

《周恩来年谱》中卷 , 第 302页。

雷英夫、陈先义 :《统帅部参谋的追怀》, 江苏文艺出版社 , 1994年 , 第 219页。

吴冷西 :《十年论战》 (上) , 第 248页。

吴冷西 :《十年论战》 (上) , 第 215页。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1963 年 9 月 6 日 , 收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

战》, 人民出版社 , 1965年 , 第 71页。

吴冷西 :《十年论战》 (上) , 第 210—212页。

《周恩来年谱》中卷 , 第 389—390页。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 收入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 : 从联盟走向

对抗》, 第 474页。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在 1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 , 全面讨论了与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可能是受到中缅边界谈判

比较顺利完成和中印发生边界冲突的影响 , 中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制定了基本方针 , 概括地说

就是尽快和有步骤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所谓有步骤就是安排了大致的顺序 , 即当前抓紧

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 同时尽快解决中朝、中蒙边界问题 ; 加快解决与缅甸、尼泊尔和老挝的边

界问题 ; 中越边界因越南还在与美国作战 , 可以暂不解决 ; 与苏联的边界线最长 , 问题比较复

杂 , 但也要争取解决。①

与周恩来准备访问印度同时 , 中国也开始着手解决与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从后来的情况

看 , 尽管中印边界问题未能解决 , 中国还是基本实现了 1月政治局常委会的设想 , 先后同缅甸、

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1964年中国开

始与苏联谈判边界问题 , 由于受到中苏论战和双方关系全面恶化的影响 , 谈判无结果而终。

在印度支那地区 , 随着局势日趋紧张 , 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面临着进行调整的外部压力。

中国需要处理的是两个问题 , 即是否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和如何解决老挝危机。相比较而

言 , 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更关注的是老挝危机 , 而不是越南的局势。

1959年和 1960年 , 在越南南方局势急剧变化的压力下 , 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开始改变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执行的加强北方建设、争取和平统一的战略方针 , 认可并越来越明确地支持越

南南方的武装斗争。1960年 9月召开的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确立了加强解放南方

的武装斗争的政策。②

越南劳动党的政策转变和越南南方解放战争的发展 , 使中国面临着复杂的情况。中国在

1958年曾经明确表示 , 越南劳动党应将巩固和建设北方作为首要任务 , 在南方则采取“长期埋

伏 , 积蓄力量 , 联系群众 , 等待时机的方针”。③现在中国不得不在既要维护印度支那地区的和

平 , 又要防止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 , 同时还要支持传统盟友等相互交织的矛盾中作出选择。从

随后有关政策的演变过程看 , 这一时期中国是逐步对越南形势作出反应的。

首先 , 越南南方虽然局势动荡但并不严重 , 对于中国它甚至还不如老挝问题那么严峻和直

接。有北越作为屏障 , 美国在越南南方有限的介入并没有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 其次 , 越南

劳动党的政策也是逐步发展的 , 至少在 1960年还没有导致那里的局势出现剧烈的变化 ; 第三是

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不可能完全与中国领导人既定的大方针背道而驰。

正是上述因素使中国领导人在涉及越南是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时 , 一方面迅速对越南加

强在南方的武装斗争表示支持 ,《人民日报》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即发表社论 , 公

开表示支持越南劳动党三大确定的支持南方武装斗争的政策④。12 月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 ,

中国立即给予承认和支持。另一方面 , 中国也不希望越南劳动党完全放弃政治解决的选择 , 甚

至不希望越南南方的战争规模太大 , 导致美国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他们一再向越南领导人强调 ,

既“一定要解放南方”, 又要注意斗争策略 , 注意农村与城市的区别 , “策略上可以灵活”, 要

“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⑤直到 1961年 6 月 , 中国在公开场合仍然明确表示 , 支持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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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内瓦协议“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①。这类公开宣示并非没有实质意义 , 它们表明 ,

中国领导人至少不希望越南劳动党完全放弃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

中国坚持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和努力 , 更能反映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特点。首先是

因为老挝与中国接壤 , 美国在老挝的军事介入比它在南越的干涉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要直接

得多 ; 其次是老挝局势显得更复杂更紧张。这两个因素使中国领导人更关注老挝问题 , 为控制

那里的危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正因为如此 , 中国对老挝问题的政策比对越南的政策要稳定清

晰得多。中国积极促成了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 为最终签署《关于老挝中立宣言》及相

关的议定书 , 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强调这一行动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结果缓和了印度支那的形势和迟滞了美国的介入。

从处理老挝问题的过程看 , 中国领导人几乎是在复制 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期处理此类问题的思

路、对形势的判断和选择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 , 作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的一部分 ,

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决定更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政策的延续性 , 而且这种延续性此时还是

其主要方面 , 尽管它开始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即使在美国被认为开始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干涉时 , 中国领导人也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进

行了努力 , 尽管这种努力只是有限的试探 , 它也表明了其调整对外政策的决心与力度。

在 1960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期间 , 中国领导人也确定了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 :“谈而

不速 , 谈而不破”, 即继续与美国谈判 , 既不破裂 , 也不急于建交。③这一方针指导下的中国对

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弹性。毛泽东本人在 1 月初对一份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动的报告

明显表现出兴趣。该报告认为 , 基于若干理由 , 美国今后有可能增加与中国的接触 , 并利用华

沙会谈进一步试探④。迄今为止没有历史文献揭示毛泽东是否及如何进一步思考有关的问题 , 不

过后来的发展表明 , 他很可能并不只是感兴趣而已。当然 , 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也同美国正在举

行总统选举有关 , 它毕竟为了解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可能出现调整以及美国未来的政策执行者 ,

提供了一个窗口。

1960年 5月 , 周恩来在与蒙哥马利会谈时 , 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 只要美

国宣布愿意从台湾撤军 , 中美即可以开始谈判⑤。8 月 30 日 , 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 , 就美

军撤出台湾问题提出了比以往更富灵活性的建议 , 即美国首先必须承诺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 ,

至于何时及如何撤出 , 可以随后讨论。10月 18日 , 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 , 全面阐述了中国关于

裁军、在联合国的席位、核试验及台湾等问题的立场和政策 , 并介绍了有关中苏分歧的情况。

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肯尼迪的对华政策了如指掌 , 因此很可能的是 , 他的谈话是有准备的

和有的放矢的。⑥四天以后 , 毛泽东接见斯诺 , 同他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电视辩论的内容。他

明确告诉斯诺 , 中国会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 , 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 不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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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dgar Snow , The Other S ide of the River : Red China Today . New York , Randon House , 1962 , pp . 91 ,

159—161.

《周恩来年谱》中卷 , 第 321—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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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 , 不会主动向美国开战 , 并且“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①。

从历史上看 , 中国领导人会见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如此频繁地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 , 显然是在为与美国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

试探。肯尼迪当选总统不久 , 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表示 , 希望肯尼迪政

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当然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②此后不久中

国外交部长陈毅在访问缅甸时表达了同样的信息③。将这些行动同“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

方针结合起来考虑 , 至少可以说 , 稳定甚至争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 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

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上种种表明 , 从 1960年上半年开始 , 中国领导人的确希望 , 通过积极推行务实温和的对

外政策 , 能够稳定中苏关系和改善周边环境 , 并创造一个“外交新局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

要问题是 , 除了经过庐山会议反右倾在组织上造成的暂时团结外 , 是什么原因促使包括毛泽东

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能够一致同意 , 在面临“反华高潮”的情况下 , 全面推行务实灵活的对外政

策 ? 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后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向“左”转至关重要。

可以罗列出很多促使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因素 , 包括八大方针的持续影响、中国领

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形势总的趋势是以缓和为主、他们对赫鲁晓夫和尼赫鲁等的看法仍然是矛盾

的和不确定的 , 如认为赫鲁晓夫还不是完全的修正主义者 , 尼赫鲁还有进步性 , 等等。④这里要

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 毛泽东本人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 , 希望“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 而

他的一些主张得到了其他领导人不同层次上的认同。事态的发展表明 , 毛泽东的思路可能最能

解释后来的变化 , 尽管它未必合乎常理。

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历史文献分析 , 毛泽东大致从两个方面考虑调整对外政策。首先是他

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 , 以便集中精力较快地消除国内经济已经出现的问题 , 进

一步完成“大跃进”。

尽管 1959年夏季已经出现了“大跃进”失败的征兆 , 而且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承

认出现了困难 , 并认为有必要对一些政策进行检讨和调整 , 但是他们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这些征兆的严重性。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 ,“宁左勿右”的政治倾向严重削弱了许多

人的洞察力 , 也使各地区干部宁愿浮夸虚报 , 结果是为反右倾政治斗争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上下

一片凯歌飞扬 , 掩盖了形势的严峻程度⑤。

1959年农业方面首先出现的衰退被隐瞒 , 1960年的元旦社论相当典型。它声称 1959 年不

仅“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计划”, 而且“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

之后⋯⋯仍然取得了比 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生产总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既

然形势如此令人鼓舞 , 人们当然“不但对于 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 , 充满了决心和信

心 , 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 , 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⑥毛泽东在年初的政治局常委

会上说“国内形势是好的”, 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 , 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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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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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好 ,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正是基于对国内“大跃进”的信心 , 他再次提出争

取“10年、15年”的和平建设。①

其次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看得相当严重。在 1959年 12月于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

委会上 , 毛泽东就提出“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1960年 3月 , 毛泽东又一次专门提出国际

上“所谓大反华”问题。他在一份有关中国在巴基斯坦举办展览的电报上所做的批示中提醒说 ,

要认识“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 并“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②

毛泽东认为 , 之所以出现“国际反华浪潮”, 就是因为中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纯

洁性。面对可能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 , 要打退反华浪潮 ,“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

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的好”。他号召“树立雄心壮志 , 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和超过最发

达的西方国家”。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 , 那时候世界形势将起大变

化”。③

毛泽东自己相信并告诉他的同事 , 尽管需要对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 , 但“大跃进”必

将取得胜利 , 而且中国也只能通过迅速实现“大跃进”的设想 , 才能抵御愈演愈烈的“反华浪

潮”和其他外部压力。因此毛泽东等一度希望排除任何来自外部对“大跃进”的干扰 , 这种干

扰在当时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特别是 1960年上半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 , 苏联突然撤退全部在中国的专家 , 不仅立即给中

国带来直接和巨大的经济困难 , 而且影响了中国干部队伍的士气。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相当多

的精力用于讨论局势和处理中苏关系 , 中共政治局会议有时无法讨论既定的经济议题。与此同

时 , 中国领导人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安定国内的人心。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介绍 , 1960

年 7月 14日和 15日 , 周恩来向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做有关中苏关系的报告 , 其中心就是告诉他

们 , 不要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而“灰心”④。由此可见 ,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 , 不调整对外政策 , 就

不可能集中精力克服困难 , 实现“大跃进”的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 , 具体说就是“大跃进”的成

败及其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 , 是最终决定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走向的首要因素。澄清这一点

不仅有利于说明 , 仅仅调整对外政策 , 并不能完全解决对外关系动荡的问题 , 而且对理解后来

对外政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　1962年对外政策的转向

1960年初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固然有其积极的效果 , 但是国内经济、首先是农业的严重衰

退及其给对外政策带来的压力 , 却出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预料。1961年的元旦社论

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低调 , 与前一年相比 , 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篇幅增加 ,

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 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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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①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后果之一 , 是造成了要求进一步调整对

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经济衰退在深层次上改变了 1960年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动因。如上所述 , 中

国领导层在 1960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 主要是基于对“大跃进”虽然面临困难但仍然会达到

其目标的信心 , 其目的是给“大跃进”创造国际条件。196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则证明 , 对外政

策调整的初始动力是没有基础的。在随后一段时间里 , 对外政策调整的方向并没有改变 , 但其

目的已经转向帮助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 而不是要创造“大跃进”胜利的奇迹。

其次 , 国内经济衰退造成的困难在客观上形成了要求对外政策更加务实的巨大压力。由于

农业和部分轻工业没有完成预定计划 , 给对外贸易带来相当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

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向苏联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请求推迟偿还 1960年所欠债务 , 缩小同这些国家

的进出口贸易规模 , 并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②。这种情况自然要求中国要尽可能地稳定而不是恶

化中苏关系 , 其中就包括了妥协的必要性。

此外 , 农业连续两年歉收 , 也迫使中国政府开始向非苏联阵营的国家寻求粮食进口 , 同时

与西方国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也出现了发展的趋势。1960年 8 月 ,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逐步恢复

1958年中断的中日贸易“三原则”, 11 月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 , 1961 年中日贸易逐步恢复③。

中国领导人甚至认真考虑了签订协议 , 从美国进口粮食的问题④。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

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可以合理地推论 , 在中国经济陷入衰退 , 甚至影响到偿还外债

能力的情况下 , 中国的对外援助必然需要压缩 , 这也间接地涉及对西方国家的政策 , 因为中国

当时的外援主要是为了支持革命运动。

到 1961年末 , 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 继农业和轻工业之后 , 重工业也出现大衰退。中国经济

出现未曾料到的严重衰退 , 进一步凸现了 1960年对外政策调整的力度明显不足。更何况 1960年

初中国领导层虽然希望“开创外交的新局面”, 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 但是本文第一部分提

出的导致对外关系动荡的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 , 甚至可能没有被认识清楚。当然在当时的条件

下 , 即使认识清楚了 , 也未必能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 , 外部环境的变化 (姑且不论其原因) 也形成了需要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中苏关系虽然出现缓解的趋势 , 但是仍然相当脆弱。经过 1959年夏到 1960年上半年的冲

突和莫斯科会议前后的妥协 , 中苏关系从形式上看有所缓和。1961年上半年双方的经贸、科技

和军事技术合作都在恢复或发展。4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新的贸易议定书 , 虽然贸易额比上一年

度有所减少 (主要是受中国经济状况的影响) , 但两国毕竟重新开始了正常的贸易往来⑤。双方

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了相互协调的态度 , 相互通报有关情况 , 一些高层互访也在安排之中⑥。中苏

双方都对这种情况给予积极的评价。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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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中方也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 可以通过协商妥善解决。①

中苏关系暂时缓和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成果之一 , 不过当时的调整并没有能解决中

国对苏政策中的深层问题。从 1960年初中国领导层的讨论看 , 他们固然为缓和对苏关系的合理

性 , 作了种种理论方面的阐述 , 但其中迫于眼前利益的考虑也是一目了然的 , 他们对苏联政策

的认识有不少是基于对当前利害关系的分析②。事实也表明 , 当时中苏关系不可能在解决意识形

态斗争的胜负后得到发展 , 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继续缓和。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关系的缓解提供了一个思路 , 即在经过最初的意识形态争论以后 , 双方

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 , 还是有可能保持中苏关系的基本稳定的。

但是 , 中国领导人当时很可能还没有理解 , 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而

并非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一致解释的基础上。按照毛泽东的逻辑 , 中苏关系之所以还有缓和

的余地 , 是因为苏联党还没有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 , 是可以挽救的。他总是以为 , 必须通过斗

争 , 特别是分清理论是非 , 才能达到中苏团结。为了取得这方面的胜利 , 中共领导干部也要搞

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 什么是修正主义。③从实际情况看 , 中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克制只是

表现为暂时不点名 (如 1960年春纪念列宁诞辰 100周年的三篇文章) 或不直接批评 (如 1960年

莫斯科宣言中对如何评价苏共二十大的处理方式) 等。这种指导思想决定了当时中国不可能终

止同苏联的意识形态争论 , 只不过争论时起时伏而已。这种状况一直是造成中苏关系难以稳定

的主要因素之一。

1961年春 , 双方又因为应如何对待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发生了分歧。中国有关部

门曾经建议 , 应在苏阿冲突中保持谨慎 , 以免严重损及中苏关系④。但这一问题仍然成为中苏关

系再次恶化的导火索。中国领导人严厉批评苏联对待阿尔巴尼亚的做法 , 认为那不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⑤。在 10月中旬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期间 , 中苏在苏阿关系上的矛盾迅速

激化 , 其背后实际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 即中国领导人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诸如斯大林问题、和

平共处等问题上的政策 , 并认为苏联领导人攻击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 , 攻击中国⑥。苏共二十

二大以后 , 中苏关系虽然没有立即恶化 , 也是暴风雨即将来临。

更为严重的是 , 1962年春夏之交 , 中国领导人曾经预见到的苏联制造边界事端的情况发生

了 , 在新疆伊犁地区 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迄今为止还没有足够证据表明 , 苏

联决策层直接策划了这次事件 , 但它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关系趋于恶化不无关系 , 应是合

理的推断⑦。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中苏边界地区出现紧张气氛。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再次调整

对苏政策的压力。

其次是如何应对印度支那地区日趋紧张的局势。如前所述 , 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仍然是将

防止美国的大规模军事介入作为首要目标 , 维持地区稳定和支持那里的革命运动 , 都要受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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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近年来国内有关“伊塔事件”的最详细考察是李丹慧著《对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

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 收入氏编《北京与莫斯科 : 从联盟走向对抗》, 第 480—509页。

参阅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99年) 第 467页。

《周恩来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0年 10月 20日。

刘晓 :《出使苏联八年》, 第 115—116页。

吴冷西 :《十年论战》 (上) , 第 241—243页。

吴冷西 :《十年论战》 (上) , 第 240—248、271—273页。

刘晓 :《出使苏联八年》, 第 107页 ; 周文淇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

年史 (1919—1991)》, 湖北人民出版社 , 1993年 , 第 530—531页。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个战略目标的制约。但是就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的支持越南南方解放斗争的政策而言 , 已经出现

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援助的责任。

除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的不干涉其他党的决定外 , 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他们的选择方向。

其一是在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中 , 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理论原则使他们无法不支持越南南方武装

斗争。当他们坚持认为武装斗争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必由之路时 , 要他们不赞成、

不支持一场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人民战争 , 是不可想像的。其二是中国领导人曾经设想 , 与中

国周边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蒙古、北朝鲜和北越) 建立一个联盟体系。为达此目的 , 毛

泽东提出设想中的协议可以包括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条款。①根据这种考虑 , 当北越提出请求

时 , 提供支持和援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客观情况看 , 中国领导人中的确存在着援助越南统一战争的主观冲动 , 但这种援助的规

模和性质直接受到美国加强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的巨大影响。1960年底老挝内战升级 , 加剧

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1961年初肯尼迪政府一上台 , 就将应付老挝局势作为重要议程 , 并从

所谓“遏制中国”的战略高度 , 决定进行军事干预②。3月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中国南海 , 驻日本

冲绳和泰国的美军宣布进入战斗状态。此后不久 , 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特种战争”, 美军开

始直接参加作战。

美国加强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到 , 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1962年初中国政府公开指出 , 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军事行动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威胁 , 认为美国的

干涉“直接针对着越南民主共和国 , 而间接则针对着中国”③。中国领导人更加相信 , 只有通过

增加对北越的援助 , 才能打败美国的军事干涉④。1962 年 5 月 , 肯尼迪政府宣布美地面部队和

空军进驻泰国 , 中国立即作出了极强硬的反应 , 公开号召将美军“赶出东南亚”⑤。此后不久 ,

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 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

可以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介入使中国加强援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 而且其程度与美

国干预升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这时中国领导人对其他国家的外援还可以“量力而行”, 在越南

实行这个原则确实越来越困难了⑥。

从 1962年中国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行动看 , 中国领导人选择的策略是与苏联配合 , 以政

治方式解决老挝问题 , 防止美国在与中国边界接壤的地区进行直接军事干涉 , 同时增加对越南

南方武装斗争的支持 , 挫败美国在那里的“特种战争”。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在逐步加强 , 其中支

持越南南方武装斗争却使中国的有关政策不得不直接面对两个问题并有必要作出决定。一是越

南南方的武装斗争是否会引起美国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 , 甚至造成朝鲜战争中曾经出现的局面 ,

即美军越过 17度线 , 中国被迫直接参战 ? 二是中国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 , 是否应该以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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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周恩来在援助蒙古谈判的批示中明确说 : 要“量力而行 , 凡无把握者概不承担”。(见《周恩来年谱》

中卷第 478页)

《把美国侵略者从东南亚赶出去 !》,《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 5月 19日。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7年 , 第 159页。

《外交部关于美国对越南南方加紧武装干涉的声明》, 1962年 2月 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

件集 (1962)》第 9集 , 第 263页。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 ,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 nited S tates , vol. 24 , p . 154 ;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 nited S tates : John F. Kennedy , 1961 . Washington , D. C : Govern2
ment Printing House , 1962 , p . 214.

毛泽东 :《对缔结中蒙合作友好条约问题的批语》, 1960年 3月 21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册 ,

第 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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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负担如此沉重而且还在与日俱增的对外援助 ?

第三是中印边界冲突进一步加剧。1960年 4月周恩来访印后 , 中印边界出现过短暂的平静。

从 1961年 4月起 , 印度开始实施“前进政策”, 随后于年底对中国边疆领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蚕

食。作为对印度侵犯行为的反应 , 是年末中国对印度的谴责明显尖锐起来。中国舆论批评印度

挑起边界纠纷 , 是配合美国在国际掀起的“反华逆流”。《人民日报》甚至公开点名批评印度共

产党最高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分青红皂白 , 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立场①。

1962年初 , 由于印军不断侵入中国领土 , 中国军队开始恢复在边界地区巡逻 , 并逐步展开

反蚕食斗争 , 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 , 中国政府正式警告印度 , 如拒绝撤出其侵

略据点并继续进行军事挑衅 ,“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②。不过 , 中国决策层这时

仍然是要争取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从 2月 1日中央军委下达的指示和 5月 6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

达的《关于恢复边境巡逻的具体措施和边防哨卡处置情况的原则》等命令的内容看 , 中国领导

人几乎设想了可以用来避免军事冲突的所有办法③。

1959年夏印度军队在边界挑起军事冲突 , 造成中国军队官兵伤亡 , 已经在解放军中引起极

大的愤怒。毛泽东在 1959年 9月提出中印军队各自后撤 20公里 , 以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 以及

后来单方面后撤军队等等 , 同中国军队中已经形成的“怒不可遏”的强烈求战情绪有直接关系。

中国领导人认为 , 如果不将双方军队分隔开 , 军事冲突就很难避免④。从逻辑上讲 , 只要印度不

放弃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并企图诉诸武力 , 中国军队特别是负责边防的军队 , 就必然会提出进行

军事反击的要求 , 也就是说中国决策层必然要面对来自内部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 , 并且最

终要作出是否诉诸战争的决定。

除中苏边界、印度支那和中印边界出现紧张形势外 , 在东南沿海也出现了紧张气氛。台湾

的蒋介石政权试图利用大陆的经济衰退 , 发动军事反攻。由于台湾与美国存在军事同盟关系 ,

蒋介石的军事准备对东南沿海造成了巨大压力。解放军于 5 月开始战备动员 , 在有关地区进行

军事集结并提前开始征兵工作。6月 , 中共中央专门发布战备动员指示 , 要求加强在东南沿海的

战备 , 以打败蒋介石军队可能发动的“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⑤。东南沿海备战与中印边界的

反蚕食斗争结合在一起 , 在解放军中造成了高昂的士气 , 而且当时解放军已经完成了作战的充

分准备⑥。

经济衰退造成的压力和对外关系面临的严峻局面 , 终于导致中国领导层内出现全面系统检

讨对外政策的声音。1962年 1月 ,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 , 全面检讨一个时期以来的政

策。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对外政策问题 , 不过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报告中 , 实际上为对

外政策确定了基调。他在书面报告中照例提出 , 中共在取得国家政权后 , 要“支援世界各国人

民的革命运动 , 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但在随后的一次补充发言中 , 他一开始就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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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册第 156页。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1962年 6月 10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第 15册 , 第 481—484页。

雷英夫等 :《统帅部参谋的追怀》, 第 218—219页。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 :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 1994 年 , 第 122、

127页。

《外交部就印度军队连续入侵新疆地区并设定新的侵略据点给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 1962年 4月 3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9集 , 第 38页。

《尼赫鲁策动的印度反华运动的真相》,《人民日报·社论》1961年 1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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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毛泽东同志说 , 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 , 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

主要注意力 , 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①刘少奇的这段讲话表明 , 当时中国领导层 (包括毛泽

东本人) 一致同意 , 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 , 这等同于履行“国际义务”。

这很可能是有针对性的。

刘少奇讲话后不久 , 王稼祥于 2月 27日致函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 , 阐述了对中国对外

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封信尚未公开发表 , 但其内容已经被有关研究成果广泛引用。此后王稼

祥又陆续起草了一些报告 , 就有关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建议。迄今为止 , 在已经公开

或披露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 , 只有王稼祥的信和有关报告全面系统地检讨了对外政策。

综合起来看 , 王稼祥的建议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试图全面、深入和系统地检讨

以往对外政策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 包括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 , 对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

性的基本判断 , 对战争、和平与革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 , 对和平共处可能性的理解 , 等

等 ; 其二是关于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②

就第一方面的内容而言 , 王稼祥提出的问题用当时的话语来评估 , 已经达到对某种“外交

路线”构成根本性挑战的程度 , 这可能是后来毛泽东严厉批评王稼祥提出的观点的主要原因。

对于毛泽东来说 , 从来都是具体政策可以讨论 , 而深层的基本的理论思想则不容置疑。

关于第二方面的内容 , 王稼祥的建议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原

则 , 第二层次是处理一些具体问题的原则。从后来的情况看 , 这些策略原则至少在当年夏季以

前是与中国领导人的具体做法相吻合的。至于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 , 有的在随后形势变化的情

况下 , 是难以行得通的 , 如他建议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 , 要采取新措施打开僵局 , 而实际情

况是 , 中国决策层不得不下决心使用武力驱逐入侵的印度军队 ; 有的是后来从未被否定的 , 如

在印度支那地区避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 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几乎尽了最大的努力。③

不论是刘少奇的讲话还是王稼祥的建议 , 都产生于共同的国内外背景 , 它们在原则上也是

一致的 , 即主张实行更加务实稳妥的对外政策 , 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毫

无疑问 , 随后出现的堪称险恶的国际形势影响了此类政策的贯彻 , 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采取

一些坚决的措施 , 包括使用武力 , 应对周边的压力。

如前所述 , 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在恶化 , 一些情况的发展趋势显然不利于中国对外政策

沿着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此外 , 王稼祥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 , 在逻辑上

固然是合理的 , 但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 , 已经被证明很难行得通。尽管如此 , 从实际情况看 ,

周边环境的恶化及其所达到的程度 , 并没有严重到足以迫使中国决策层根本改变 1960年初开始

实行的、1962年初被王稼祥进一步明确提倡和发展的对外政策 , 那些事件也不能被证明是促使

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外政策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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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王稼祥对具体问题的建议 , 可参阅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 : 1906—1974》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01年) 第 486—489页 ; 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 2 卷 (下) , 第 656—657 页 ; 张沱生

《难能的探索 , 可贵的努力》 (收入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 第 176页)。

关于王稼祥信的内容可参阅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 2卷 (下) (吉林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 第 656—657页 ; 张沱生《难能的探索 , 可贵的努力———试论王稼祥对党的国际战略思想的贡献》

(收入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3年 ,

第 170—183页)。其他有关报告如《实事求是 , 量力而行》和《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等 , 见

《王稼祥选集》 (人民出版社 , 1989年)。

刘少奇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 1月 27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 15册 ,

第 6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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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 肯尼迪政府通过华沙大使级会谈 , 向中方表示美国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军事反攻大

陆①。没有美国的支持 , 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只能是相当有限的。新疆伊犁事件主要通过外交渠

道解决 , 至少在 11月以前 , 并没有特别使中苏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 , 也不是后来严重地冲击中

苏关系的主要原因②。中国领导人也认为 , 除了苏联方面的挑动 , 中国自己的有关政策也需要检

讨和改进③。在印度支那地区 , 美国军事介入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总的说来还是间接的 , 尽管从后

来发展的趋势看也是很严重的。7 月间包括中美在内的有关国家还就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达成协

议。最严重的中印边界问题 , 即使在 10月升级为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也是

有限的和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中共中央在中印边界反击战结束后发出的《关于结束中印

边界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表明 , 中国决策层认为 , 危机已经过去 , 可以一面寻找

与印度重开和谈的机会 , 一面继续抓紧国内的各项工作④。

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发生的种种事件如果说对中国对外政策有影响的话 , 它主要是在中国内

部造成了一种政治气氛 , 使主张改变 1960年以来那种相对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激进主张 , 比较容

易引起共鸣和得到支持。当然 , 恶化的国际环境很可能也影响到毛泽东的心理状态。从他在

1961年发表的诗词中 , 仍然可以读到一种自信 , 如“无限风光在险峰”、“待到山花烂漫时 , 她

在丛中笑”等脍炙人口的诗句所表露的那样。1962年底及以后的诗词则反映出他对国际环境造

成的压力的感受和愤怒 , 如《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著名的诗篇。⑤

总之 , 导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评所谓“三和一少”, 并因此开始改变中国对外政策

的主要原因 , 还需要从中国国内政治带有全局性的重大事件中寻找 , 这个事件就是围绕对“大

跃进”的评价展开的矛盾。

1962年 1月的七千人大会是在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检讨中央的错误和

决定全面改变政策 , 直接导致了对“大跃进”的怀疑甚至批评⑥。在 2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西楼会议) 和 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 中国领导层形成的主流意见是 , 承认经济衰退的严重程

度 , 必须作出改变经济政策和大规模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定⑦。应该指出的是 , 七千人大会以

后的政策调整是为了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 但调整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 它涉及党内

的民主体制、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文化教育政策等等比较敏感的领域。这些领域中新政

策的落实 , 的确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气氛的明显改善。在这样的气氛中 , 对以往错误的认识和

批评必然更加深入和尖锐 , 王稼祥就对外政策提出建议也属于其中一部分。一些在党内斗争中

因提出不同意见而遭受打击的干部 , 特别是高级干部如彭德怀等 , 必然要提出申诉。

“大跃进”因经济问题而兴起 , 进而冲击到各个领域 ; 现在它因经济问题而衰落 , 也必然要

冲击到各个领域。其结果如同搞“大跃进”引起党内矛盾尖锐一样 , (实际上) 否定“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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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阅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第 683页 ; 谢春涛《大跃进狂潮》 (河南人民出版社 , 1990年) 第

236—237页。

张天荣 :《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中共

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4册 , 第 20—21页。

《毛泽东诗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6年 , 第 113、116、118—119页。

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 2卷 (下) , 第 770—771页。

《周恩来年谱》中卷 , 第 475页。

有关交涉情况比较详细的介绍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98年) 第 247—248页。

Kenneth T. Young , Negotiating w ith the Chinese Com m unists . New York : Mc Graw2Hill Book Company ,

1968 , pp .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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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起了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七千人大会上就存在肯定和否定“大跃进”的不同意见。问题的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党内的分歧 , 特别是毛泽东如何看待否定“大跃进”的意见。

在七千人大会上 , 毛泽东在发言中已经展现了他的基本逻辑。他一方面将发扬民主作为讲

话的基调 , 同时提醒与会者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 要考虑自己站在哪一边的“根本立

场问题”。特别是他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 , 提到帝修反、蒋介石、地富反坏右等都在骂中国。①

这可以说是给批评“大跃进”划出一道含糊不清的界限。只有理解了可以批评但必须有限这个

界限 , 才能理解他从 8月起开始的反击。他显然认为 , 党内对“大跃进”的否定已经超越了界

限 , 必须彻底纠正。

1962年 8月 6日 ,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 , 准备进一步讨论经济工作。毛泽东在

发言中推翻了原定的议程 , 提出要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 , 并激烈谴责了前一

阶段那些明确否定“大跃进”的观点。在 9 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 , 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他

的观点 , 将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 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并指

责刘少奇等人的所谓右倾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会议发表的公报包括了毛泽东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那段著名表述。②

毛泽东对所谓“三风”的批评 , 有两个观点是关键性的。其一是党内对“大跃进”及其后

果的批评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 是“中国的修正主义”; 其二是“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

外国”, 即他们是相互勾结的。③这在逻辑上决定了他在考虑对外政策时 , 很容易将出现的不同

意见 , 特别是那些理论层次上的意见 , 同所谓“修正主义”问题联系起来。

正是在这两次会议期间 , 毛泽东批评了王稼祥建议中的观点。迄今为止没有足够证据表明 ,

毛泽东本人当时已经读过王稼祥的信和报告。一些论著的描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 如毛泽东是

否对当时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 ? 如果不满的话 , 都包括哪些方面 , 还是一切均不满意 ? 他的不

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等等。④有间接的历史记录表明 , 导致毛泽东批评外交工作的直接事件

是 , 在 7月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上 , 中国代表团接受了会议起草的那份没有反

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 , 他认为这是“脱离了左派 , 加强了右派 , 增加了中间派的动

摇”⑤。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 , 王稼祥联系上述事件 , 就外交工作做了检讨发言。此后国

务院外事办公室又点名批评了王稼祥。

不过将王稼祥的建议同所谓“三风”联系起来的最直接原因 , 很可能与 9月 14日外交部负

责人在华东组的发言有关。他说 , 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 , 同美苏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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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 第 490—491页。

有关这一事件的描述和评论可参阅朱仲丽《所谓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的真相》 (《党的文

献》1993年第 5期) ;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474页 ; 张沱生《难能的探索 , 可贵的

努力》 (收入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 第 181页) ; 章百家《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

政策》, 李捷《6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 (均收入姜长斌等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

系》第 191、274—276页)。从这些描述和评论中 , 不易理清当时的情况。

《对〈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的批语》, 1962年 9月 29 日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 , 第 199

页。

李捷 :《6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 收入姜长斌等编《1955—1971 年的中美关系》, 第

267—270页 ;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 , 第 990—994页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

全体会议的公报》, 1962年 9月 27日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4册 , 第 166页。

毛泽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 1月 30日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4册 ,

第 5、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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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 对外援“要算政治账”, 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对这一

发言显然很赞赏 , 在简报上批示“可看 , 很好”。此后“三和一少”同“三风”一样 , 开始被列

入批判对象。很有可能的是 , 这位外交部负责人同其他一些中国领导人一样 , 此时并不理解毛

泽东批评“三风”的根本用意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他的发言还是基本肯定了 1960年以来的对

外政策 , 即一方面认为进行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另一方面“斗争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①

关键在于“一股风”三个字。说者无意 , 听者有心 , 毛泽东对反对所谓“三和一少”的赞扬 ,

是同反对“三风”联系在一起的 , 对他来说 , 这不是具体政策问题 , 而是涉及指导思想 , 即对

外政策应该服务于什么目的。这是问题的症结与严重性所在。

正是因为毛泽东批评“三和一少”是与批评“三风”联系在一起的 , 而所有这些批评又是

上述两个观点合乎逻辑的产物 , 所以说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改变了 1960年以来对外政策的指导

思想。当然 , 指导思想的改变要贯彻到具体的对外政策中还有一个过程 , 就像毛泽东的阶级斗

争理论被最终贯彻有一个过程一样 , 而且它们实际上也是基本同步的。指出这一点是因为 , 还

不能将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中印边界反击战和其他一些外交方面的决定 , 简单归结

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改变的结果。

1962年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

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 , 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

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作出强硬的反应 (如中印边界冲突)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

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 , 明显开始出现不同意见 , 这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及其

争论结果 , 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不仅如此 , 这两个层次的矛盾都不是 1962年突

然出现的 , 它们各有其演变脉络 , 而且 , 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 , 也是相互关联、相互影

响的。本文的论述表明 , 相比较而言 , 第二层次的矛盾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无疑是主要的 ,

它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 , 这时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主要不是起因于足够严重的外部环境变化或外部冲击

(如世界大战、大规模外敌入侵或其他威胁到国家根本利益的事件) , 也不是全面检讨对外政策

的结果 (如中共八大前和 1960年初的情况) , 它主要是被国内政治变化所带动、是从对外政策

的指导思想转变开始的。正因为如此 , 在研究它对此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时 , 有几个需要重

视的问题。其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有可能是逐步贯彻到具体政策中的 , 这个过程从逻辑上说与

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联系密切 , 而且很有可能是国内政治仍然在起着主要作用 ; 其二是指导思

想的变化在对外关系的各具体方面 , 不大可能都有程度相同的体现 , 在某些方面甚至会受到以

往政策的较大牵制 ; 其三是在某些具体领域 , 指导思想的变化甚至有可能不会被贯彻。因此 ,

对 1962年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 , 仍然有必要进行具体、细致和深入的考察。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说 , 1962年是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作者牛军 , 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00871〕

(责任编辑 : 徐思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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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forced the government to play tough on certain issues (e1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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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d more for the readju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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